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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前进：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比较探析

常前进

　　[内容摘要]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有很大差异。俄罗斯崇尚武力，崇拜个人英雄，治军手段

严厉，对待征服者严酷；中国信奉“以战止战”，崇尚道义，强调民众力量，实行“以德治军”。
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以及不同文化传统。明晰两国军事

伦理传统的得失，有助于认识当代俄罗斯军事现象，并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交往与合作有重要启

示意义。

　　[关键词]　 中国 俄罗斯 军事伦理传统

　　[中图分类号] B82；E2 C文献标识码)A C文章编号)1007—1539(2004)02-0031—06

　　中俄两国山水相依，军事活动在两国历史中皆有重大影响。在各自军事历史中，中俄两国

形成了特色迥异的军事伦理传统，对两国军事活动乃至社会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军事伦

理是在军事活动所有相关领域内的道德关系与规范的总和，涉及军人道德、战争与和平、军队

职能、国防建设、军队与政府、军队与民众、战争与环境等等一切与战争、军队、军人有关的

道德问题。军事伦理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准则，国家的军事伦理传统对其军事活动产生着全面的

影响。中俄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各有短长，对比两国传统军事伦理的特点，吸取两种军事伦理精

华，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军事利益取向，以及解决两国军事交往与合作中的伦理冲

突，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差异之表现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具体所涉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军事伦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

可以大致通过描述两国不同军事伦理观念在历史上的突出表现，对其全貌做管中之窥。由于两

国军事伦理传统共同点相对明显，本文着重分析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差异。

　　(一)尚武好战与避战止战

　　战争塑造了俄罗斯，俄罗斯人以战争为荣。俄罗斯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军事

扩张的战争史。他们北夺出海口，西攫乌克兰，东越乌拉尔，鲸吞克里木，强占高加索，臣服

中亚汗，侵蚀大清国，领土面积增加了几百倍，这一切无不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据俄罗斯总

参谋部的一次统计，从1700～1870年的170年间，俄国用了106年的时间发动了38场战争，其中
36场是进攻性的，2场是防御性的[l]。俄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一般都是俄国军事实力最强、

掠夺土地最多的时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战争视为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伊凡四世为了打

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窝尼亚战争；彼得一世在位36年，进行了53次战争，平

均每半年就要打一仗，其中包括长达21年的“北方大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34年，发动了6
次侵略战争。

　　彼得一世的遗嘱也许最能说明俄罗斯穷兵黩武的态度，在遗嘱中他要求后继者务必使“俄
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作出努力。挑选

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不仅统

治者喜好战争，人民群众对战争也有极大的热情，虽然战争使他们处于生活悲惨的境地，正如

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一位到过俄罗斯的人写道：“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用嘴叼着燃烧

的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一些钱币，便立即塞到嘴里，藏在舌头底下。”[2]即便这样，

俄罗斯人仍乐此不疲地为祖国和梦想而战，频仍的战争使国家成为一个“大兵营”。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战争，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扩张的统治者，但中华民

族精神的主旨还是追求和平，厌弃战争。在中国，刀兵之乱被视为灾祸或不祥之兆，“夫佳兵

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3]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尤其受到战争双方人民的谴

责，中国最激烈的对外战争是反抗来自周围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灿若群星

的军事家和著名将领，但他们善战而不好战，大都把战争看成不得已之事。

　　中国兵家圣人孙子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

争；战国初期的司马穰苴警示人们“好战必亡”。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

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他的“七擒七纵”的杰

作，充分表现出他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历代统治者也大都以歌舞升平、了无战事作

为“治世”的重要标准，谆谆告诫子孙，要“敬德保民”，不要轻启战事。

　　中华民族厌弃、避免战争的心理还表现在人们积极寻找战争替代手段，努力用“文伐”代
替“武战”。《孙子兵法》等许多兵书中大都提出了如何不战而胜的计策，《六韬》之中还详细

列举了“文伐”的十二种手段，“辅其淫乱，娱以美人”、“离间君臣，以奸代忠”、“卑躬屈节，以

得其情”等手段在现实斗争中屡试不爽，从而减少了军事上的对攻，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在迫

不得已进行战争时，双方也力争把战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在短时间内结束，很少出现历经

几十年的战争。

　　(二)武力逻辑与道义至上

　　美国著名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指出，俄罗斯人缺乏理性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精通。

此言非虚，现实中俄罗斯惯于先用武力说话，能通过战争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其他手段；处理

个人问题时，同样用武力解决，俄罗斯社会一度决斗成风。他们的观念同其他尚武民族有相似

之处，都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

了”[4]胜利是武力逻辑的最高价值，“百战百胜”是最高目标，至于利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则很

少计较。反映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正像俄罗斯的“傻大粗”商品一样，他们发动战争也很少

加上漂亮的“包装”、冠以“道义”的名义。尤其他们认为他们对弱小国家有天然的统治权，对小

国的侵略和占领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在历史上多次瓜分波兰和强占土耳其领地就是明证。武力

逻辑的另一表现是对力量的崇拜，象征勇猛刚毅力量的军队受到人们的尊崇。

　　1917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他没有按杜马的要求向杜马所属的临时委员会做退位

声明，而是向俄军最高司令长官声明退位。这说明在俄罗斯历代统治者眼中，军队是伟大国家

的缔造者，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俄国推崇武力逻辑，还体现在对勇武对手的尊重。被视

为“俄罗斯太阳”的普希金曾经跟着俄国军队到过前线，亲眼目睹过战争，在他的作品中，不仅

写到了俄国士兵如何勇敢冲杀，还细致地描述了土耳其的士兵怎么光着头，挥着月牙刀，同样

勇敢地杀过来，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对英勇战士的尊敬反映了其对勇力的格外看重。

　　中国传统军事活动中则处处体现出道义优先。首先，战争必须出于正义的理由。古人很早

就提出“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的行为不可违逆上天和人民的意愿，“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

民，必任天时”[6]。后世的统治者虽然不再用迷信的手段占卜战争，但都把“道”也就是道义作

为战争第一前提。儒家认为只有两种战争是正义的，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吏可伐无道”和“以至

仁伐至不仁”。司马穰苴也强调：“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7]。因

此，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方发动战争，出师之前都要发表战争檄文，努力揭露对方的不义，宣

扬己方的正义性。其次，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最高境界。

　　中国军事家大都认为，解决争端，“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8]。战争是

为了消灭无道、维护礼制、弘扬正义，是不得已之举。即使取得战争胜利，也会有损于自身，

因此，“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9]。再次，在战争中必须发扬

军事人道主义，恪守战争原则。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即使在激烈的战争中，仍不放弃礼仪和



人道。宋襄公不在敌人渡河时与未摆好阵势之前发动攻击，虽然在军事上不足取，但从一个侧

面也说明了重道义的精神。“贵生”、“贵民”思想同样被贯彻到战争之中，“两国交战，不斩来

使”很早就成为战争中的准则，保护平民和无辜人员、不滥杀戮为大多数军队践行。统治者大

都要求军队“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

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10]。岳家军“冻死不

拆屋，饿死不掳掠”堪为爱民楷模。另外，在对战争结果和军人的评价上，不主要依据成败，

而是看重是否恪守战争道义准则、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人们尊敬忠孝仁爱的“失败

者”，而鄙弃没有气节、贪功嗜杀的“胜利者”。

　　(三)英雄崇拜与以民为本

　　武力逻辑还推衍出对勇力者的崇拜。俄罗斯文学的起源《壮士歌》主要描写的是部落的战

斗英雄的英勇事迹，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文学发源处的又一纪念碑，描述的也

是基辅公国王公远征的故事。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俄罗斯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水平都不高，但

仅有的几部作品基本都以歌颂战争英雄为主题，比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和《顿河彼岸之

战》。战争英雄的影子还遍布俄罗斯人社会的每个角落，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驰

骋疆场的领袖和元帅是俄国人民心目中最崇敬的英雄人物，许多城市、街道、广场、建筑物都

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在鲍罗金诺，也就是库图佐夫打败拿破仑的地方，方圆几十公里的地

方，就有几十座纪念碑；孩子们从小就崇拜军人，武器玩具也特别多。

　　颇具特色的是，俄罗斯英雄的核心标准是百战百胜、能给国家带来光荣和利益，至于个人

生活的操守和取胜的手段，都不太在乎。伊凡四世性格暴躁、嗜杀残暴，连自己的儿子也遭其

毒手，但由于他在位期间对国家扩张卓有成就，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叶卡捷琳娜二世踏着丈

夫的尸体走向宝座，还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可鉴于她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仍被尊称为“大
帝”。

　　军事活动是政治活动的特殊表现，军事伦理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延伸。中国古代推崇“仁
治”、“德治”的政治理念，重视民众的力量，把争取人民的支持作为最高理想。应用于军事活

动中，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强调“人和”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众力量“民为邦

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民不安

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11]因此孙子认为，胜利的第一要素是“道”，即“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12]。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

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

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统治者如果能做到“百姓皆上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

矣”[14]。

　　(四)强制严控与以德治军

　　忠诚是军队的灵魂，服从政治要求、绝对服从上级是军队和军人的基本要求。但以什么手

段使军队听命于统治者、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反映出不同的军事伦理思想。俄罗斯的历代统

治者大都直接掌握军权，依托专制制度控制着军官的生死和升迁，主要通过对军事将领的直接

人身控制，迫使他们保持忠诚，一旦将领不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会被撤换或杀戮。

　　沙皇伊凡四世的特辖军，帮助沙皇屠杀被怀疑的王公贵族，是沙皇的心腹。但沙皇不仅用

杀戮清除政敌，也同样把屠刀举向了特辖军内部，特辖军的创始人之一阿·巴斯曼诺夫因稍显

不逊，被当即屠杀。俄罗斯军队士兵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服役期长达25年，士兵在地位上与军

官有天壤之别。俄罗斯军队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和棍棒纪律，士兵被当成奴隶，被视为会走

动的机器，可以任意打骂和侮辱，整日胆战心惊。

　　“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15]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善于



利用两种手段加强对将帅和士兵的控制。一方面，赏善罚恶。对不忠不义、临阵脱逃的将士给

予严厉的惩罚；对忠于国家、英勇作战的将士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奖励，获取军功成为很

多人的理想。所以《后汉书·班超传》中说：“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

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尸另一更重要的方面，统治者通过灌输军人道德理想人格，

使军人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价值观和荣辱观。

　　首先，将帅责任重大，“其德不可不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将者，不

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16]。而在众“德”之中，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孙子提出了

将帅必须具备“五德”:“智、信、仁、勇、严”，其中的“仁”包括在对待敌人、部下和民众等多方

面复杂关系上能够辨别善恶，并为国家建立功勋。其次对士兵明耻教战，用“安国保民”的思想

激起士兵保家卫国的豪情，培养军人视死如归的拼搏精神；同时将帅要正己化人、关心士卒，

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以达到“可与之赴深溪”和“可与之俱死”的境界[17]。

　　(五)强占掠夺与教化发展

　　俄罗斯军事活动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国家通常只关注利益最大化，把道德计为成本，如果

违背道德带来的损失小于收益，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加上周边民族大多有

入侵或欺侮他们的历史，因此，他们对其他民族和地区有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占有欲，统治手段

也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占领一地之后，不是考虑如何发展当地生产，长期站稳脚跟，而是在当

地大量驻扎军队，收取贡赋、掠夺物产，用武力镇压反抗。

　　19世纪中期，俄军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时常将活着的中国人剖腹挖心，用于食用。俄罗

斯人对此举颇为得意，著名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在《西徐亚人》一诗中写道：“……我

酷爱人肉——酷爱它的色和味：人肉有着强烈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如果你们的头骨粉碎了，

为什么要责怪我们呢?我们的双手虽然柔软，抓东西时却是无情的。”赤裸裸的语言把那时的俄

罗斯人的暴虐心理暴露无遗。

　　“止戈”为“武”，“化干戈为玉帛”。中国传统军事伦理认为，战争之道在于繁荣经济，推动

社会发展。中国历史上不少军事政策都直接有助于发展生产，汉朝的屯田制度，客观上促进了

生产工具的革新，兴修了水利，不仅使军队实现了自给，还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不仅

具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军事伦理意义。

　　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有“天朝上国”的心态，轻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但在统

治上多用怀柔感化的方式，以“振民育德”为目的。[18]他们对边郡实行优惠政策，赏赐爵位，

降低物价，减轻赋税徭役；派去官员，送去先进的技术文化，发展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

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实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唐太宗目睹四夷归附的盛

况，高兴地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

地尽为编户乎!”[19]唐太宗的话精辟地总结了教化发展思想的硕果。

　　二、形成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差异的不同背景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

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0]中俄军事伦理

传统都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但由于两国所处具体环境不同导致国家利益形式有所不同，从而

对道德包括对军事道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地缘环境对安全观的影响。中国东临浩瀚的海洋，西面是茫茫沙漠，南部有崇山峻岭的阻

隔，容易受到少数民族骚扰的北方，又修建了长城。天然和人工屏障能够庇护中国不受入侵，

只要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就可以实现国家安全；地形的阻隔同时也使对外扩张需要付出巨大代

价，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提出的，“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



　　俄罗斯周围没有难以跨越的山峦或河流，且四面都是强悍的其他民族。要在列强林立中生

存，就必须随时准备战斗，抵御外来侵略；并最大限度地拓展边界，在不断的胜利和宽广的疆

域中寻找安全感。俄罗斯又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权威者，用自己的勇

武凝聚人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形成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力量。俄罗斯还是一个内陆国，要

想走出陆地，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就必须有自己的出海口。因此，夺取出海口，打通通向世

界的“门户”， 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历代统治者为此不遗余力。

　　社会经济状况对战争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土地是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

广阔的土地足以承受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会出现“不战斗吃什么”的窘境；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

产条件除了土地之外，就是自然条件，人与自然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并不激

烈；农业产品是间接产品，战争掠夺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相反，战争往往造成生产周期被打

断、劳动力减少、土地荒芜等后果。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中国农民有强烈的乡土意识，战

乱中不得已离开家园，也是农民不愿意的。另外，中国军事伦理中的不嗜掠夺还与生产力发展

状况有关。中原文明发迹较早，加上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生产力水平较周边地区都要高，

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向外扩张的利益驱动不强。

　　历史上俄罗斯农业相对落后，单靠游牧和游耕难以提供足够的食物，在食物普遍不足的情

况下，一是以狩猎来补充，另一方面就是掠夺其他人群，直接获得生活资料。在与猛兽的搏斗

中，要求人们勇敢、坚毅、手段狠辣；而生产活动中养成的战斗精神在战争中就表现为把敌人

当成野兽，施用任何暴虐手段都是允许的。不同于中国，俄罗斯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劳动力

匮乏，剩余产品的获得不仅要控制土地等生产资料，更重要的还要控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

游牧式的生产决定了农民的流动性，很难用地理上的边界控制人群。因此，建立起对统治者的

敬畏和对个人权威的崇拜是形成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社会文化对武力态度的影响。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的军事伦理思想

直接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活动。首先，儒家“王道”的思想被统治者奉为圭臬。儒家推

崇“王道”鄙斥“霸道”，“王道”就是在统治上“以德服人”，用道德熏陶和教化使四民归附，依循礼

制和道义经理世事；“霸道”是指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行为。虽然大部分王朝，包括被称为圣贤之

世的三代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儒家还是将其排斥于外王事功之外。孟子对“王道”与“霸
道”政治效果的比较就表明了这种态度：“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

服也。”[21]在孟子看来，高超的统治应该达到一·种使“天下皆悦”的极妙境界，武力是维护礼制

和实现“仁政”的手段，不可作为治理天下之道。其次，儒家提倡的军人人格理想为历代军人践

履。

　　在以仁义为本、德性优先的社会中，“不以成败论英雄”，将士的荣与辱、功与利，与个人

的德行表现紧密相关，中国流芳百世的军人形象不一定是百战百胜的悍将，但都是忠义仁孝的

道德楷模。相反，有些在军事上极有天才的人，由于德行上的低劣往往得不到很高的评价。社

会舆论的制约促使中国军人忠于国家舍生取义，并在战争中发扬军事人道主义，爱护百姓、不

掠不杀。第三，“和为贵”思想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儒家提倡克己复礼，在个人修养上，主

张“君子无所争”[22]，在生活中排斥竞争，处处以“和”为贵，不仅很少进行有直接身体接触的

竞技体育活动，就连武士之间的较量，也往往具有仪式的性质，争勇斗狠往往受到谴责。

　　俄罗斯的宗教、文学和社会心理等都在军事伦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东正教对俄罗斯的

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6世纪初，东正教为迎合沙皇称霸世界的野心，精心杜撰了“第
三罗马”的理论，大肆渲染俄罗斯的“救世主”角色，形成了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情结。他们以解

放其他地方苦难的人们为神圣的使命，动辄用武力对别国事务横加干涉。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国

沙文主义心态，是塑造俄罗斯军事伦理的又一重要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有精彩的阐

释：“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



色，而一定要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要登上力量的顶峰，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另外，俄罗斯文学对战争和战斗英雄的大量描写激起了人们的战斗热情，例如，俄罗斯文

学的代表作《壮士歌》、《顿河彼岸之战》、《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以及享誉世界的《战

争与和平》，这些有重大成就的作品大都与军事活动有关。据统计，在卫国战争之后，每年都

有五百余部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面世。如此众多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大量描写生

产、生活的文学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映射了两国不同的军事伦理观念，也塑造了不同的军事

道德价值观念。

　　探究影响两国传统军事伦理的因素，有助于明晰当代两国军事活动的深层次动因。当今俄

罗斯仍强调用军事力量维护其大国地位，不仅是综合国力下降的不得已之计，还有一定的军事

伦理思想渊源，是其武力思维延伸的表现之一。因此，对俄政策一方面要倚恃经济力量，在综

合实力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必须对其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会

真正赢得他的尊重。

　　三、中俄军事伦理传统的得失比较

　　拿破仑认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一个是“利剑”’一个就是“精神”，即强大的武力和坚持正义

的执著力量。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用“利剑”和“精神”塑造了战争灵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伦

理。

　　以武力至上为信念，俄罗斯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打退了周边

民族的骚扰；打通了通向世界的“天窗”；打破了两位欧洲军事强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可战

胜”的神话，为俄罗斯赢得了在世界上的显赫地位，同时用胜利证明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

　　中国则以勇武而不失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成功地抗击外侮；用正义精神和先进的文化

同化了周边民族；通过和亲、教化等和平政策使“四夷”归附；虽有血雨腥风、屡遭危机但屹立

不倒。两国军事伦理思想的成功实践在于他们适应了各自文化传统、地缘条件和政治经济状

况，正如民国时期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所讲：“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
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23]。纵观两国军事活动的成败，同样也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军事伦理与生活条件一致者胜，相反者败。

　　但我们不能就此陷入“道德相对论”，抹杀道德标准。从历史和综合的角度看，中俄传统军

事伦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优劣之别的。俄罗斯崇尚武力，把强大建立在不断掠夺和武力使用基

础上，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与对外征服紧密相连，缺乏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若在战争中失败，整个民族都会遭受重大挫折，所以当俄罗斯人受到入侵时，总能同仇敌忾，

不惜一切代价战胜敌人。

　　战败固然不可，胜利也有负面影响。对外扩张和掠夺一方面奴役了其他国家的人民，伤害

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加深了统治者的骄奢和腐败，农民要用更多的劳动来支持战争

和供养贵族，“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24]，农民被剥削得几乎

一无所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个别民族要求独立的要求，内外危机使看似强大的帝

国岌岌可危。

　　中国道德主义的军事伦理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不嗜扩张的战争观念，决定了中国在军

事上一般处于消极防御的状态。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古代帝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修筑的万里长城，在表现出气吞山河的气概和居安思危的意识的同

时，也暴露出这种根深蒂固的军事上消极防御的思想。若长期没有大规模战争，军队的战斗力

大大下降，在遭遇外来侵略时，只有依赖于民间兴起的“义军”。特别是一旦失去了文明上的优

势，遇到更先进文明的入侵，就会遭到全面的失败。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充分暴露了武备力

量不足带来的危机。以至于蔡锷将军悲叹：“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

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消磨而不可振也，悲乎!”[25]其次，有意无意地把崇尚道义的

品格推向极端，使中国历史出现了不少宋襄公式的人物，导致了不少可悲可笑的战争。再次，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偏重谋略、注重“文伐”，轻视军事技术和军事改革的倾向，导致军队的实

际战斗力下降，军队的整体建设大大落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军事活动的影响范围空前扩大。面对军事

斗争领域的种种利益选择，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观为指导，借鉴吸收两国传统军事

伦理思想中的精华。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全面国防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有足够强大

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坚持军事活动的道义指向，恪守战争原则，争取最广泛

的支持，综合利用“精神”和“利剑”两种武器，塑造新世纪的军事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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